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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 当前政

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 2020 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 文章以
 

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

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 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
数据治理能力。 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

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
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 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
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

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 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

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 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

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

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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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推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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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是结构与功能的关

系,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只有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 。 大数据时代,
是利用大数据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佳机遇。 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

确提出,大数据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已成为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

然选择”。 那么,大数据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这一内在机制是否和政府治

理体系存在关系?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鲜有回答。
2020 年是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 显然,2020 年是一个时间节点,

而 2020 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既是当前中央最为关心,也是最能体现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

任务之一。 返贫人口的精准识别、返贫原因的准确分析、扶贫手段的精准化选择等都迫切需要大数

据技术的运用。 贵州作为第一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将大数据与大扶贫战略相结合,实施

“精准扶贫云”示范工程,建立西部贫困地区大数据精准扶贫的示范应用,大大提升了政府贫困治理

能力,实现了“贵州跨越”,成功打造了“新贵州现象” [2] 。 基于此背景,本文以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

阻断为例,客观研究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并提出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治理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变

革,政府开放数据、网上直接民主和公民积极参与,从根本上转变了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3] ;二是公

共服务的改善,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公民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大大提高政府服务能力[4] ;三是政府决

策的优化,应用大数据分析帮助领导者基于事实做出更好的决策,从而驱动决策、提高性能[5] ;四是政

府治理预测精准性的提升,如犯罪事件预测[6] 、疾病传播预测[7] 、失业预测精度提升[8] 。
国内学术界关于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的运用研究主要集中于理念、模式和方式方面:一是大数

据影响政府治理理念,包括促使政府强化大数据治理理念及思维[9] ,实现决策思路从静态治理到动态

治理的转变[10] ,以及利于转变政府的行政思维,树立以人为本的行政意识,实现传统服务思维向智慧

服务思维的转变[11] 。 二是大数据影响政府治理模式,包括权利结构转型,权力结构优化,权力运行开

放化、透明化和可视化[12] ,利用大数据精准把握相关事件发展的规律和倾向,预估事件的发生几

率[13] ,推动实现国家的“提前治理” [14] ,以及实现智慧政务或电子政务模式创新[15] 。 三是大数据影响

治理方式。 依托大数据创新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化社区服务网络[16] ,提高信息共享水平,提
高对政府服务执行过程的监督和控制[17] ;利用云计算,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
一管理、共同使用”,搭建“以用户为中心”的推送式公共服务平台[18] 。

总体来看,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的相关研究大多泛泛而谈,虽有少量文献研究大数据对政府治理

能力的提升作用,但对于大数据重塑政府治理能力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大数据给政

府治理带来的变化除了数据采集、数据运算等变化外,更重要的是引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深刻

变化。 目前关于大数据与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在机制研究亟待深入。

三、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概念模型

(一)相关概念

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实现政府治理体系与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所以要讨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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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必须先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作出明晰的界定。
一是政府治理体系。 从不同角度出发,政府治理体系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内涵。 根据俞可平、丁

志刚、薛澜等学者的研究成果[19-21] ,结合本文研究的实际需要,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将政府治理体

系界定为由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客体等要素构成的完整体系,它回答了政府治理涉及的三个

基本问题,即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什么,具体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客体三个方面所构成

的治理系统。
二是政府治理能力。 薛澜等从国家治理能力的特点分析,指出国家治理能力在本质上是国家

拥有的治理资源及对其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的能力。 这里的能力包括资源动员能力、资源配置能

力和资源有效使用能力,而资源既包括财力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等[21] 。 笔者认为,政
府组织作为一种公共组织,本质上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的转换器,借鉴张钢、徐春贤[22-23] 、薛澜[21] 的

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政府治理能力可界定为,政府为了达成治理目标,对治理资源进行动员及对其

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的能力,包括资源动员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运用能力。
(二)传统条件下政府治理体系、政府治理能力关系分析

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面向的是制度性框架层面,重在健全制度,贵在整体设计,而政府治

理能力现代化则是面向治理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重在加强执政者的能力建设[24] 。 政府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两者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

代化与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19] :一方面,治理体系是治理能

力形成的基础,规定着政府治理的价值取向和服务目标,决定着具体的治理机制的发展空间和国家

治理能力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治理能力彰显治理体系的功能,治理能力强大是治理体系完备的

表现[25] 。 应松年对于二者关系进一步认为,治理能力的大小、高低和强弱由治理体系决定,同时治

理能力展现、体现和表现着治理体系的宗旨、力量、价值和意义[26] 。 事实上,有了良好的治理体系,
才能提高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治理体系的效能[19] 。

 

本文初步认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治理体系是基础,是治理能力发挥的约束

条件,其现代化程度将决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治理能力是结果,依靠治理体系才能得以发挥

出相应的治理能力[24] 。 可以认为,政府治理体系对政府治理能力进而对政府治理绩效产生作用。
(三)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体系、政府治理能力关系分析

1. 大数据对数据治理能力的催生分析

进入大数据时代,信息表达数据化,人类社会可被收集、记录的数据量成爆炸式增长,海量、异
构、总体数据的动态采集、实时存储、即时分析成为可能,数据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数
据成为一种无形的资产和创新驱动力。 数据占有量直接影响政府对社会的掌控能力,因此从政府

治理能力中逐渐催生出一种新的能力,以对海量的数据资源进行治理,即数据治理能力。 数据治理

能力指的是政府对治理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管理和利用,运用相应的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

提供数据决策服务,提高政府决策质量,改善政府治理绩效的能力。 具体来看,数据治理能力表现

在政府治理过程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数据使用三个环节中,以及应该具备的数据采集能力、数
据整合能力和数据运用能力等三个子能力。 其中数据采集能力,是指政府在海量数据中获取有助

于实现目标的数据信息的能力;数据整合能力,是指政府对不同类型及来源渠道的数据进行整合,
使之嵌入组织的独特管理之中或更大范围的组织网络之中,以提高组织整体能力并创造新价值的

812



刘　 泽,等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 2020 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能力;数据运用能力,是指政府利用预测性分析、可视化、数据挖掘等技术对政府业务数据及公众行

为数据进行分析,实现无序数据向关联化、隐性数据向显性化、静态数据向动态化、海量数据向智能

化的转变,最终将低价值度的数据转变为高价值度的信息,内化成为政府治理能力一部分的能力。
正如前文所指,政府治理能力即指政府为了达成治理目标,对治理资源进行动员及对其合理配

置和有效使用的能力,包括“资源动员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运用能力”。 而在大数据时代,政
府资源的动员、配置和运用都围绕着数据展开。

可以认为,数据治理能力将逐渐从政府治理能力内部独立出来,并逐步和政府治理能力并列,
成为驱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最有力的能力。 主要原因是:(1)提高资源使用效益的需

要倒逼政府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 政府机构设置完成了韦伯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未
来必然向数据治理模式变革[27] 。 在韦伯模式阶段,政府属于管制型政府,管理方式粗放,管理水平

较低。 在新公共管理模式阶段,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水平,
但是由于依赖经验决策,主观评估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28] ,导致出现服务“供给过剩”和“供给不

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29] 。 此外,政府主要是被动式和批量式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无法及时、精
准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需求。 可以说,在韦伯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下,政府基于经验决策,
导致大量的资源被浪费。 在数据治理模式下,政府必然要向“精准型政府”转型,提供精准的个性化

服务[30] ,提高资源使用效益。 这就倒逼政府必须具备强大的数据治理能力,而且只有具备数据治理

能力,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采集、整合和分析运用数据,政府才能实现科学化决策,提供精准化服

务,最大化利用资源。 (2)数据从依附性资源变成驱动性资源,决定了数据治理能力必然成为政府

最重要的能力。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数据是信息的表达形式。 被使用的数据主要是结构

性数据,数据在信息资源中处于从属地位。 进入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的交汇融合,以
及信息表达数据化,极大推动人类社会可被收集、记录的数据量成爆炸式增长。 海量、异构、总体数

据的动态采集、实时存储、即时分析成为可能。 数据在信息资源中的地位经历了从依附性资源到主

导性资源,再到驱动性战略资源的发展历程,同时其形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表 1)。 数据渗透至社

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但成为了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31] ,更是成为了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

一生产性要素[32]和第一治理要素[33] 。 谁拥有数据,谁就拥有权威,拥有未来,互联网巨头 BAT 几乎

掌握上亿乃至数亿用户的微观实时数据,并推出了阿里指数、百度指数、腾讯指数等,我国政府传统

的治理优势正逐渐丧失。 因此,地方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具备数据治理能力。 只有实现政

府的数据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资源动员、配置和运用能力才能实现现代化。 (3)物联网大数据等

技术为政府打造数据治理能力提供极大可能性。 物联网的快速发展,数以“亿”计的传感器被嵌入

到各个角落,城市建筑、桥梁、智能终端、电表和工业机器的传感器把人、机器、数据连接起来,让一

切事物量化,产生海量的数据。 大数据技术能够跟踪和把握个体活动痕迹实现数据采集,通过数据

挖掘分析社交网络产生的社会行为数据及政府处理业务产生的业务数据,分析出关键信息,发现潜

在的社会问题或危机,进而确定政策目标。 显然,技术变革既可以带给政府治理手段的创新,也可

能推动治理机制的创新,并最终变革政府治理范式[34] 。 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革新,让海量

数据的采集、整合和分析运用逐步成为现实,政府必须也必将能够具备强大的数据治理能力,实现

政府治理范式的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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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相关属性一览表

时间 阶段 范畴 定义 形式 特点 数据和信息资源关系

上古时期至 20
世 纪 四 五 十
年代

数 数学 计数、标记或
用作 量 度 的
抽象概念

书写符号由数
字表示,即信
息符号化

表示数目 属 于 数 学 用 语, 非
资源

20 世纪 50 年代
至 21 世纪初

数据 计算机 信息 的 表 达
形式

数字数据和互
联网产生的数
据,即信 息数
字化

结构 化 的 数 据
为主

依附性信息资源

21 世纪初至今 大数据 计算机 数据集合 Web 和社交媒
体 数 据、机 器
对 机 器 的 数
据、大 体 量 交
易 数 据、生 物
计量学数据和
人 工 生 成 数
据,即 信 息 数
据化

海量规模、快速
流转、多样类型
和价 值 密 度 低
四大特征

基础性、独立性、驱动
性信息资源

　 　 注:信息数字化,即把模拟数据转换成 0 和 1 表示的二进制编码,实现计算机的可识别、可读取和可处理。 信息数据

化,指一种把现象转变为新型可分析数据的量化过程,包括数据的采集和数据的处理。 信息被数据化之后,就具有通用

性、开放性、标准化和高度整合性的特点,信息无限量的累积和跨时空、跨行业的传递,有利于释放信息潜在的巨大价值和

能量。

现实中已经有很多数据治理能力驱动政府治理能力的例子[35-37] 。 2016 年 12 月,杭州市政府和

阿里集团共同发布了杭州“城市数据大脑”交通治堵项目。 以城市各类交通关联数据的整合利用为

基础,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驱动,通过对城市交通运行多维状态的实时感知、
分析和预警,以及机器智能对交通管理人工经验的提取、学习和固化,为城市交通治理提供全面、科
学、精准的辅助决策依据。 运行一年多后,治堵效果显著,试点道路平均延误下降

 

15. 3%。 2017 年,
杭州城市拥堵排名已降至全国第 48 位,缓解城市拥堵趋势位列全国第一[38] 。 花果园是贵州省目前

规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工程,目前已入住人口约 20 万。 这个庞大的小区拥有 320 幢高楼,多为超过

百米的超高层,电梯拥有量十分巨大,有 2
 

496 部直梯、96 台扶梯。 2015 年底,贵州省投入使用“电

梯应急救援处置服务平台”,所有的电梯信息汇总,由管理者进行研判改进,对隐患电梯进行“精准

监管”
 

,通过有效治理,贵州创造了平均 11. 7 分钟到达救援现场的全国纪录,促进了电梯维保市场

良性运行,极大地提升了政府治理的效能[39] 。
2. 数据治理能力对政府治理机制的驱动分析

前文分析已经指出,政府治理体系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基础,政府治理体系通过发挥政府治理能

力进而提升政府治理绩效。 数据治理能力要驱动政府治理机制,首先要驱动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进而驱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图 1)。

事实上,实现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要求政

府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客观能力和主观意愿必须相互配合。 只有具备良好的数据治理能力,才能驱

动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只有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适应数据治理能力的驱动要求,数据治理能力才

能产生乘数效应。 具体来看:第一,政府必须加强数据采集相关设施设备建设,才能获取大量数据;
同时,只有具备大数据技术,才能对数据进行清洗和挖掘,精准化识别政府治理客体。 只有对政府

治理客体精准识别,才能保证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针对性,这样数据的采集才有意义。 第二,必须

具备数据采集能力,政府、社会和市场等主体才能采集海量数据。 政府一方面要打破部门之间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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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壁垒,另一方面必须具备数据整合能力,才能实现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主体数据有效共享。 第

三,只有政府一方面具备数据运用能力,另一方面决心改变过去依靠政治精英和业务专家的知识、
经验、直觉作出经验决策和模糊决策的做法,做到依靠数据进行决策,才能真正实现数据化决策。
事实上,正如内燃机、蒸汽机的发明实现了汽车时代取代马车时代一样,在大数据时代趋势下,信
息、身份、行为数据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强大的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必然会加速政府治理体系的重

构。 政府如果主动接受这个趋势,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式),那么

数据治理能力驱动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图 1　 数据治理能力驱动政府治理机制分析示意图

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的政府治理体系重构,进一步驱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提升政府治

理绩效。 第一,政府治理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有助于驱动治理资源的窄范围动员向宽范围

动员转变。 政府治理方式由主观经验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驱动资源由最大化动员向精

准化动员转变。 第二,政府治理方式由主观经验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助于驱动治理资源由经

验式配置向高效率配置转变。 政府治理客体由模糊化识别向精准化识别转变,有助于驱动治理资

源由选择性配置向公平性配置转变。 第三,政府治理方式由主观经验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以及

政府治理客体由模糊化识别向精准化识别转变,依靠数据的采集、比对和分析,能够依据治理客体

个性化特征和自然地理、市场风险等因素精准选择合适的扶贫方式,有助于驱动治理资源由模糊

化、粗放化运用向精准化、最优化运用转变。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覆盖范围扩大和水平提升,
将逐步实现全方位、全周期采集关于政府治理体系涉及的治理主体、方式、客体数据,以及政府治理

能力涉及的资源动员、配置、运用数据和政府治理绩效结果的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高效整合,实
现智能化运用分析,进而不断驱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政府治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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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机制分析:
以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为例

　 　 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是党中央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也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精准

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要求的“精准性”不但和大数据的理念相契合,而且扶贫过程与返贫阻断过程

产生的数据符合大数据巨量性、多样性、高速性和价值性“4V”特征[40] ,如果大数据能够有效提升政

府贫困治理能力实现精准的返贫阻断,则能够为政府解决其他治理难题提供有效经验。 目前国内

不同地区推进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主要包括常规式返贫阻断(即没有将大数据应用到返贫阻

断工作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即已经将大数据应用到返贫阻断工作中)两种方式。 本文通过对比

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二者治理的内在机制,并对标大数据应用的四个阶段,找出当前

二者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数据治理能力驱动政府治理存在的不足和差距,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常规式返贫阻断内在治理机制

其一,返贫治理客体识别不精准、不及时。 (1)由于返贫人口的互联网使用能力较弱,网络化行

为较少,对返贫人口行为的数据化采集产生了较大影响,绝大多数地区主要依靠建档立卡搜集返贫

人口数据,导致精准识别与帮扶受到影响①。 (2)教育、民政、公安、检察机关等有关部门的数据系统

没有和扶贫部门的系统数据在统一信息平台上实现共享,导致反复校对费时费力,扶贫识别工作往

往滞后于现实阻断返贫工作需要。 (3)由于常规式的搜集返贫数据成本高、周期慢,不利于及时识

别返贫人口,因此识别返贫人口及其贫困程度动态变化的周期性矛盾长期存在。 调研发现,地方政

府组建的扶贫办公室工作人员有限,工作任务繁重,精准识别的高成本和人力资源的有限,影响了

识别返贫人口的工作进程[41] 。
其二,贫困治理主体单一,没有形成返贫阻断合力。 一方面由于政府没有打破各部门的数据壁

垒,难以调动运用社会和市场的数据,另一方面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数据整合能力,所以导致各个主

体的数据没有实现充分共享。 而且,目前扶贫主体仍是政府为主,市场、社会、公众等没有充分动员

起来,且各扶贫主体之间缺乏有效协作机制,贫困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形成合力。 正如扶贫办国

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所言,“总体看来,我们的社会扶贫工作主要还是以政府发动,或
者是以政府或部门为主体,真正的社会扶贫还没有充分动员起来,还存在着动员组织不够、政策支

持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42] 。
其三,返贫阻断治理方式以主观经验决策为主。 一方面由于无法整合政府内外部数据,导致数

据来源渠道单一化,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仍然习惯于基于主观判断和历史经验进行决策,导致很大程

度上无法精准识别返贫原因和无法精准把握脱贫进度。 所以,很多基层领导干部依然认为只要把

地方经济搞上去了,依靠“涓滴”效应,贫困村的发展和贫困户的返贫阻断问题也就顺利解决了,往
往把主要精力和投入放在大项目和财源建设上[43] 。

其四,窄范围、最大化动员相关资源。 由于扶贫主体以政府为主,主体单一导致扶贫资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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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精准扶贫工作推进不力,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 3
 

119 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有 343 人属于财政

供养人员,有 2
 

454 人购买了 2
 

645 辆汽车,43 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 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为完成上级下达任

务,该县 2014 年度将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农村扶贫标准 2
 

736 元的 608 户、2
 

272 人认定为脱贫,占脱贫户数的 9. 10%、脱贫人数的

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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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靠政府内部,资源动员范围小、动员能力弱。 王翠霞与董雪艳基于山东省 17 地市 499 户贫困

户的调研发现,83. 41%的扶贫资源来源于乡财政拨款,只有 13. 59%来源于社会资金。 可见,扶贫资

源结构单一,社会扶贫资源比例较低[44] 。 此外,由于缺乏数据的科学分析和扶贫压力的层层传导

(分解扶贫指标、签署扶贫军令状等),各级政府利用已有的行政资源,通过挂钩帮扶和派驻第一书

记的做法最大化动员帮扶资源(包括政府扶贫资金、社会帮扶资金和国外捐助资金等),以保证完成

精准扶贫(包括返贫阻断)任务。 事实上,这极有可能造成资源浪费。
其五,经验式、选择性配置扶贫资源。 扶贫资源从中央、省、地级市、县到村纵向逐级配置,由于

“委托—代理”关系(行政村不属于一级政府,但仍存在该关系)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隐患,上级政府

极有可能存在经验式配置或者凭人情交际关系“选择性配置”扶贫资源等不公平、低效率现象。 有

学者调研发现,在普遍化的帮扶制度和区域特定资源存量下,资源雄厚的帮扶单位或资源动员能力

强的帮扶责任人通过“挤占”上级扶贫资源,能为与其挂钩的贫困村或贫困户供给较大规模的帮扶

资源,甚至出现资源供给“过剩”局面,而资源相对薄弱的帮扶单位或动员能力弱的帮扶责任人,因
资源被“挤占”而供给不足,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实现帮扶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脱贫或阻断返贫。 如在

一些贫困地区,由主要领导挂点的贫困村的基础设施资金动则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而一些非主要领

导挂点的贫困村的扶贫资金投入远低于正常投入规模[45] 。
其六,模糊化、粗放化运用资源。 由于返贫客体识别模糊化,导致无法将扶贫资源精准运用在

“真正的返贫人口”;由于缺乏足够的调研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主要基于主观经验的决策,容易导致

拍脑袋上马“千亩基地”“万亩示范”的扶贫项目,导致扶贫资源运用粗放化。 此外,扶贫主体和返贫

对象缺乏有效对接,有产业和市场的企业找不到土地和劳动力,有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贫困户找不

到市场和合适的产业门路,双方无法进行有效衔接。
其七,返贫阻断治理绩效较低。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返贫阻断就是要杜绝低质、低效问题,实现

高质、高效阻断返贫。 但是由于没有具备大数据意识和能力,导致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存在诸多不

足或问题,扶贫资源动员能力、配置方式和运用效率大打折扣,扶贫资源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返贫

阻断治理绩效大大降低。
(二)大数据返贫阻断内在治理机制

2015 年,贵州省委第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要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启动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率先建成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数据集聚共享开放的统一云计算平台———“云上贵

州”系统平台。 2016 年,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贵州省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大扶贫”战略。 此后,贵州省以“大数据”驱动“大扶贫”,以数据治理能力驱

动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驱动贫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全省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实时动

态监测,基于数据的监测有效提升了扶贫资源动员、配置和运用的精准度,政府扶贫治理绩效大幅

跃升。 当然,在返贫阻断过程中的治理绩效也必然较高。
第一,大数据平台驱动返贫人口的精准识别。 2015 年,贵州“扶贫云”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 针

对部门数据不畅通不共享、精准识别难等“痛点”,贵州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支撑平台,打通公安、卫
计、教育、人社、住建、民政、水利、国土、工商等 17 个部门和单位相关数据,为精准扶贫提供大数据参

考。 部分数据已经与国家部委数据交换互通,实现了对贫困对象精准识别。 依靠数据采集、分析,
实现数据比对和综合评估,减少人为因素干扰,精准识别返贫人口。 全方位、全过程监测和管理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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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对象,将满足贫困条件的返贫人口及时纳入贫困信息库中,对移除贫困户范畴人口的贫困变化进

行二次监控,减少返贫率比重,将脱贫退出、返贫预警及返贫阻断纳入动态精准管理机制之中,切实

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第二,数据采集能力驱动海量数据增长。 贵州省通过建立大数据采集更新长效机制和体系,

“云上贵州”平台数据加快集聚,截至 2017 年 7 月,该数据库已累计汇总数据 691. 3 万条,其中,低收

入困难群体的扶贫数据近 52 万条,此外,还包括卫计数据近 625 万条、民政数据近 5. 7 万条、残联数

据近 7. 3 万条、住建数据近 1. 3 万条[46] 。
 

第三,数据整合能力驱动形成返贫治理主体多元化。 从政府内部来看,通过建立统一的大数据

扶贫信息平台,政府各个部门的数据实现共享,政策实现衔接。 贵州省“云上贵州”已成为大数据发

展的生态系统,以大数据为纽带,将农业、财政、人社等省级部门和市(州)政府 612 个应用系统在

“云上贵州”平台汇聚,实现其他部门与扶贫部门数据跨部门交换,扶贫工作相互融合。 比如,通过

大数据扶贫信息平台,教育部门可以获取返贫人口数据,扶贫部门可以获取孩子在读数据,实现“扶

贫+教育”的有效联系,提高了工作效率,帮助政策精准落实。 从政府外部来看,大数据信息平台能

够精准对接政府、社会、市场企业等帮扶主体与贫困客体,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扶贫体系。
贵州省充分发挥大数据众筹众扶的特点,精准筛选、智能匹配,将返贫对象的具体需求与政府、公益

组织、企业、社会爱心人士等帮扶资源精准对接,实现全面扶、大众扶的大扶贫主体新模式。
第四,数据运用能力驱动数据化决策。 大数据能够精准刻画返贫人口的致贫原因,包括因病、

因残、因学、因灾、缺土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力、缺资金、交通条件落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通过

致贫原因分析,协助制定精准的扶贫措施。 此外,能够动态准确掌握扶贫项目的效益和发挥作用情

况,以便及时调整政策,避免项目失误和资金浪费。 贵州省扶贫云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做到科学

分析致贫原因,协助制定精准的扶贫措施,并动态监测项目效益和任务落实情况[47] 。
第五,治理主体多元化驱动扶贫资源更宽范围动员。 社会和市场等多主体均可借助大数据信

息平台了解贫困户现状和实际需求,选择帮扶对象,进行针对性帮扶,这无疑扩大了扶贫资源的动

员范围。 贵州通过“一云助力、多端协力、多方合力”的大数据精准扶贫模式,爱心人士可以借助大

数据扶贫云平台了解贫困户现状和实际需求,选择帮扶对象,这就大大扩大了资源动员的范围。 比

如贵阳市“精准扶贫 9+1 全媒体公益平台”发布贫困对象信息,网友可以在平台上查找需要帮助的

人员资料,自主结对帮扶。 同时,网友也可以通过自媒体传播,在朋友圈邀请 8 位朋友,共同帮助 1
名贫困户或困难户[48] 。

第六,数据化决策和贫困治理客体精准化驱动扶贫资源实现更高效率、更公平配置。 一方面,
基于数据化决策方式,根据不同贫困程度和贫困类型地区,公平配置扶贫资源:采集整合扶贫数据,
在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比对、综合评估基础上进行分析决策,因人因地精准施策,精准选择最佳帮

扶方式;针对每个贫困村致贫的不同情况选派不同帮扶责任人;分析贫困户的能力需求,精准发展

林业、牧业、养殖业、种植业等项目。 另一方面,动态采集、整合、分析扶贫的整体落实状况数据,动
态化配置扶贫资源,从而保证扶贫政策措施和扶贫资源使用的效率与效益。 贵州省针对扶贫开发

的新特征和新问题,积极搭建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针对不同贫困程度和类型实现差异化精准帮

扶、动态化科学管理和社会扶贫资源的精准化配置。
第七,数据化决策和贫困治理客体精准化驱动扶贫资源更精准、更优化运用。 贵州省基于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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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扶贫平台,全方位、全周期采集、整合、综合分析海量数据,在统筹兼顾区域发展与到人到户,短期

治标与长期治本,能力开发与救济兜底,扶贫对象与一般农户等关系基础上,对扶贫数据进行实时

观测、动态监测和分析研判,既能找准脱贫的主体,把宝贵资源精准投放到真正的返贫户,做到扶贫

资源更精准运用;也能找准脱贫的重点和关键,确保扶贫项目科学合理、精准到位,有利于最大限度

发挥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做到扶贫资源更优化运用。
第八,大数据驱动返贫阻断治理绩效大大提升。 大数据精准扶贫,通过数据驱动下治理体系的

重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资源动员、配置和运用的精准化、高效化,实现投入最小、产出最大的

最大效益,提高返贫阻断治理绩效。 贵州省从 2015 年提出实施大扶贫、大数据两大战略行动,举全

省之力打造“精准扶贫云”系统平台,融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管理、数据运用等功能

于一体,成功地实现了精准化管理,2013—2019 年共脱贫 878 万人,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一举扭转

“贵州现象”的旧貌,打造了“新贵州现象”的新颜,而且大数据系统指导下的因灾害、因病返贫等管

理数据库持续完善,为提高 2020 年后的返贫治理绩效必将发挥关键性作用。
(三)常规式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进一步分析

根据调研分析,可以将大数据应用分为大数据没有采用、初级应用、中级应用和高级应用阶段,
对应数据治理能力分别是数据整理、数据处理、数据管理和数据治理阶段,参见表 2。

各个阶段特征初步分析如下:(1)大数据没有采用阶段,对应数据整理阶段。 治理方式方面,政
府只进行原始数据的简单汇总和整理,没有用数据为决策提供依据的意识。 治理主体方面,政府部

门内部各处室、科室之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 治理客体方面,无法利用数据识别、管理治理对象。
(2)大数据初级应用阶段,对应数据处理阶段。 治理方式方面,政府仅对原始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

分析,无法为决策提供依据。 治理主体方面,政府部门内部数据交流、沟通增强,但政府部门间、层
级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 治理客体方面,利用数据识别、管理治理对象效果较差。 (3)大数据中

级应用阶段,对应数据管理阶段。 治理方式方面,运用技术分析手段提升数据价值,为政府决策发

挥参考作用。 治理主体方面,初步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政府层级间、部门间数据壁垒逐步瓦

解,但政府内部数据统筹体系仍不成熟,与企业、社会机构的数据交易、流通体系极不完善。 治理客

体方面,一定程度上利用数据识别、管理服务对象,但精准程度有限。 (4)大数据高级应用阶段,对
应数据治理阶段。 治理目标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挖掘数据更深层次价值,含有预警、驱动的作用,
实现“用数据决策”。 治理主体方面,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建成,各层级政府间、各部门间彻底破

除数据壁垒。 政府与企业、社会机构建立完善的数据交易市场平台。 治理客体方面,利用大数据分

析实现精准识别、管理服务对象。
常规式返贫阻断大体处于数据处理阶段,主要原因是没有应用大数据的意识,且人员不足或管

理方式落后。 客观而论,贵州省大数据返贫阻断总体上处在数据管理和数据治理两阶段之间,具备

一定的数据治理能力(数据采集、数据整合和数据运用),驱动了返贫阻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但是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如:(1)在治理客体方面。 虽然贵州省经过不同部门数据比对,
能够对返贫人口实现精准识别、管理,但是数据搜集、比对成本较高。 而且,由于受到数据采集硬件

的限制,贵州省扶贫领域的数据自动化采集比例低,无法适应扶贫数据的多样性、瞬时性、唯一性等

要求,无法满足大数据的巨量性、高速性特征[40] 。 (2)在治理主体方面。 贵州省积极建立“大扶贫”
数据交换机制,使贵州省各行业部门均通过“云上贵州”平台接口,实时与“扶贫云”交换涉及到的扶

52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6 卷第 5 期　 　 　

贫数据,做到线上实时动态更新,形成部门互通、上下联动的“大扶贫大数据” [40] 。 但是政府与企

业、社会机构等其他扶贫主体之间数据交易成本高、难度大,数据整合能力有限,其主要原因是没有

建立数据交易长效机制和市场平台。 (3)在治理方式方面。 贵州省精准扶贫的返贫阻断大数据分

析偏重于传统统计学中的柱状图法、直方图法、折线图法以及回归分析法的低端分析,还无法挖掘

变量的内在复杂关系,无法进行预测分析[40] ,其主要原因是大数据技术、算法掌握有限。 (4)在资

源获取、配置和运用方面。 总体上,由于贵州省目前主要在数据采集、数据内部整合、数据可视化分

析监测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整合外部主体数据,掌握大数据技术算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因此,在资源动员方面,贵州省还无法真正做到根据返贫人口数量、返贫原因、自然经济社会等生产

生活条件、脱贫计划、精准脱贫目标等测算需要精准化动员的资源数量、类型、范围;在资源配置方

面,贵州省目前仅仅是相对常规返贫阻断实现了更高效率、更公平的资源配置,但还无法真正根据

不同贫困程度和类型地区,完全精准化配置资源;在资源运用方面,贵州省相对常规返贫阻断能更

精准、更优化地配置资源,但是因为无法整合政府、社会、市场等主体的数据,因此还无法在综合考

虑基础设施、资源禀赋、金融支持、技术资源、政策配套、利益机制、市场需求等因素基础上,精准化、
最优化运用扶贫资源和选取扶贫开发项目。

表 2　 大数据应用的阶段分析

应用阶段 治理方式 治理主体 治理客体 原因分析

没有 采 用 阶 段
( 数 据 整 理 阶
段)

原 始 数 据 简 单 汇
总;没 有 为 政 府 决
策提供依据的意识

没有统一数据标准意
识;政府部门内部“数
据孤岛”现象严重

无 法 利 用 数 据 识
别、管理治理对象

不具备应用数据的
意识

初级 应 用 阶 段
( 数 据 处 理 阶
段)

统计 层 面; 无 法 提
供决策依据

数据标准不统一;政
府各层级、各部门“数
据孤岛”现象严重

识别、 管 理 服 务 对
象精准度较差

不具备应用大数据
意识; 人 员 不 足 或
管理方式落后

中级 应 用 阶 段
( 数 据 管 理 阶
段)

以技术手段提升数
据价值;辅助决策

数据标准体系初步建
立;政府内外部数据
统筹仍不成熟

能够 精准 识 别、 管
理服 务对 象, 但 是
成本很高

大 数 据 应 用 技 术
受限

高级 应 用 阶 段
( 数 据 治 理 阶
段)

运用大数据技术分
析数 据; 用 数 据 决
策、预测

完善 的 数 据 标 准 体
系;政府内外部实现
数据流通、统筹使用

能快速自动精准识
别、管理服务对象

服务 意 识、 责 任 意
识导向

五、实现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机制改革的相关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要真正实现应用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关键是实现主观上

政府治理体系重构和客观上数据治理能力提升。 因此,本文重点围绕政府治理体系重构和数据治

理能力提升提出建议。
(一)政府治理主体

笔者认为,在政府治理主体方面可以:(1)建立数据资源共享开放机制,打破数据孤岛效应以推

动开放共享,对大规模、深层次的数据资源共享开放进行顶层架构,实现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跨
系统的数据交换与共享;(2)建立数据中心整合利用机制,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依托

现有平台资源,与企业、银行、社会组织等数据中心合作,集中构建统一的互联网政务数据服务平台

和信息惠民服务平台;(3)建立大数据应用创新机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

合和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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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治理方式

在政府治理方式方面,可以加强以下三方面工作:(1)改变过去拍脑袋决策方式,普及大数据思

维,用大数据决策,实现“数据预警—决策预防”,“公众参与决策—政府有效引导”和“决策过程实

时评估,实施过程实时评估”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流程模式,实现用数据决策、多主体参与影响

决策的理想状态;(2)以“问题在哪里” “数据在哪里” “办法在哪里”的“三个在哪里”为重点内容,
按照“总体规划、多步实施、先易后难”原则推进,促进数据流程和业务流程相融合,在政府内部建立

完整的数据流,实现数据流引导问题流、资源流和智慧流的汇聚,最终实现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的

政府治理能力提高;(3)建立大数据决策相关考核体系,倒逼各层级政府、各部门职能转变,培养大

数据相关人才,掌握大数据应用技术,推动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

的新型管理机制。
(三)政府治理客体

一方面制定规范的全国、地区统一标准,定期搜集更新辖区服务人口收入等相关数据,完善数

据采集和更新工作;另一方面加强部门数据和民政部门、银行系统、电信系统等其他部门数据整合、
比对,精准识别服务对象人口,杜绝骗取国家公共资源现象发生;第三,探索研究服务对象人口行为

数据化,实时动态识别、管理服务对象人口。 改变过去治理客体对象识别的模糊化、主观化弊端,利
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治理客体对象识别的精准化、客观化。

(四)数据治理能力

数据治理能力是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能力,可以:(1)加强技术平台建设设计,与政府治理所需

数据、技术管理、应用目标相匹配,从社会信息和大数据的技术特征出发,在硬件、软件技术方面,根
据社会管理和系统运行需要,结合当前的技术特征,设计数据的采集、整合和运用技术板块,为数据

治理能力匹配对应的技术能力单元;(2)加强数据治理能力建设,在基础建设方面,结合政府治理的

需要和政府治理的对象特征,构建匹配的数据采集路径,完成标准化、共享等基础建设,在数据的整

合方面推动各种挖掘工具与决策模型同已有数据和治理对象融合,通过数据挖掘处理技术,实现有

明确指向的数据整合,在运用方面打破原有的应用壁垒,构建共享体系,实现动态能力的体系性建

设和模型的优化训练,最终实现数据治理能力的系统建成;(3)加强大数据算法等培训,掌握人工神

经网络、支持向量机、决策树、随机森林、K-Means
 

以及用于分类的
 

Naive
 

Bayes
 

等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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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age
 

is
 

coming.
 

What
 

changes
 

will
 

happen
 

to
 

government
 

governance
 

under
 

the
 

driven
 

of
 

big
 

data 
 

There
 

are
 

few
 

studies.
 

The
 

current
 

test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focuses
 

on
 

the
 

prevention
 

of
 

poverty
 

return
 

in
 

the
 

fiel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driven
 

by
 

big
 

data.
 

The
 

study
 

find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the
 

government s
 

governance
 

ability
 

has
 

spawned
 

new
 

core
 

competence 
 

namely
 

data
 

management
 

ability.
 

Diversific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subjects
 

is
 

beneficial
 

to
 

realize
 

the
 

wide
 

range
 

and
 

precision
 

mobiliz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resources.
 

The
 

change
 

from
 

empirical
 

decision-making
 

to
 

data
 

decision
-making

 

is
 

beneficial
 

to
 

realize
 

the
 

high
 

efficiency
 

and
 

fair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object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is
 

conducive
 

to
 

the
 

accurate
 

and
 

optimal
 

use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Objectively 
 

we
 

must
 

have
 

the
 

ability
 

of
 

data
 

governance.
 

Subjectively 
 

we
 

must
 

reconstruct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system
 

 including
 

governance
 

subject 
 

governance
 

mode
 

and
 

governance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big
 

data
 

driv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truly
 

realize
 

the
 

purpose
 

of
 

data
 

governance
 

driving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ability.
 

Objectively 
 

data
 

management
 

ability
 

can
 

accelera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system 
 

then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finally
 

improv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ficiencies
 

and
 

gaps
 

between
 

conventional
 

and
 

big
 

data
 

prevention
 

of
 

poverty
 

retur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big
 

data
 

application 
 

some
 

targeted
 

suggestions
 

such
 

as
 

re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rovement
 

of
 

data
 

governance
 

capability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big
 

data 
 

government
 

governance 
 

management
 

system 
 

management
 

capacity 
 

data
 

management
 

ability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help
 

people
 

lif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prevention
 

of
 

poverty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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